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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意见： 

非常荣幸有机会审阅论文“AI 赋能视角下极限目标设置的驱动机制及其影响效应”。在

这篇论文中，作者结合数智时代背景，探究了团队 AI 采用对极限目标设置的影响，以及 AI

在极限目标影响个体和团队创造力过程中的赋能作用。论文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整体逻辑

较为清晰。然而，在评审过程中，评审人也发现了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理论、变量界

定和逻辑推导等。本评审人将它们列在下面，希望对作者能有所帮助。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我们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您专业性的建议对提升该论文的质量

具有非常大的帮助。在修改稿中，我们已依据您的评审意见，对问题一一做出了完善和修改，

希望能得到您的肯定。 

 

意见 1：理论逻辑与框架整合。选择“极限目标”的必要性和独特性。虽然论文区分了极限目

标与其他目标，但目前的论证尚未有力地解释为什么一定是极限目标而非其他目标。作者需

要更强有力地解释为什么 AI 的引入会导致领导者设置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极限目标，而不

仅仅是其他目标，例如比较难的挑战性目标？AI 赋能视角下，极限目标对创造力的激发机

制与其他目标（如挑战性目标）有何本质区别？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针对您的建议，我们在“3.1 研究内容一：AI 赋

能条件下极限目标的形成机理”部分，新增小节“3.1.1 团队 AI 采用对极限目标设置的影响” 

（正文第 19 页），详细解释 AI 的引入会促进领导者设置极限目标，而不是其他目标的原因。

具体如下： 

首先，AI 技术的引入会使领导意识到行业竞争已从“渐进式迭代”转向“颠覆性创新”，

竞争对手可能会借助 AI 突破传统壁垒，形成“降维打击” (葛元骎, 孙小蒙, 2025; Alhur et al., 

2025; Göhsl et al., 2025)。此时，若企业仅设置挑战性目标，难以应对行业竞争压力。而极限

目标可以促进组织和成员跳出传统业务逻辑，重构技术路径和资源配置方式（Thompson et al., 

1997; Kerr & LePelley, 2013），正是 AI 时代组织生存的核心需求。 

其次，从目标设置条件来看，以往受到人力、经验等约束，成员的能力上限相对固定，

领导者设置目标的期望是“在现有能力基础上适度拔高”，即挑战性目标（Locke & Latham, 

1990）。但是 AI 引入后，领导意识到 AI 在数据处理、预测分析、信息搜寻等方面的强大潜



力（Allal-Cherif et al., 2023; Bankins et al., 2024），通过设置极限目标，可实现“人力+AI”

的能力倍增效应，此时若仅设置挑战性目标，则会限制 AI 赋能潜力的发挥。 

最后，极限目标相比于挑战性目标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传统场景中领导者对极

限目标的顾虑来源于过高的试错成本，而挑战性目标风险可控是更为稳妥的选择（Sitkin et 

al., 2011）。但是 AI 强大的实时监控能力可以在极限目标推进过程中纠正偏差（Broekhuizen, 

2023; Tang, 2023），极大地降低极限目标的试错成本，从而减少领导者对设置极限目标的风

险顾虑。 

本研究认为 AI 赋能视角下，极限目标对创造力的激发机制与其他目标（如挑战性目标）

的本质区别在于以下两点： 

挑战性目标对创造力的激发机制是一种利用式学习。挑战性目标依据组织既往设定的目

标、组织过往的绩效表现，以及其他“可比参照”组织的历史绩效而设定（Locke & Latham, 

1990; Kerr & LePelley, 2013），因此，成员尽管需要付出额外努力，但无需突破现有路径只

需对已有知识、技术、方法进行精炼与优化（Huang & Li, 2012; Neill et al., 2020）。在该过

程中，挑战性目标未超越成员的能力上限（Locke & Latham, 2002; Vainieri et al., 2016），AI

仅作为辅助工具提升成员的工作效率和缓解工作压力，人机关系是“主从关系”，成员仍然

是该机制中的核心主体。 

极限目标对创造力的激发机制是探索性学习，极限目标因其“看似不可能性”对成员构

成强烈的愿景吸引（Sitkin et al., 2011; Kerr & LePelley, 2013），激发成员内在动机和对新领

域、新方法、新知识的探索与尝试，从而促进成员产生创造力。同时，AI 赋能也能给成员

提供强大的“能力支撑”，在该过程中，AI 不仅是工具，更是成员的“工作伙伴”，让成员

避免了因目标过高而产生挫败感(O’ Neill et al., 2023; Tsai et al., 2022)。这种人机合作是极限

目标影响创造力的独有机制，挑战性目标因无需突破成员的能力上限，推进过程仍以成员为

主导，则无法激活人机合作的价值。 

为呈现该部分内容，本研究增设小节“2.2 极限目标与挑战性目标对创造力激发机制的

区别。具体请见正文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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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理论逻辑与核心构念存在矛盾。论文沿用了过去的极限目标定义，即“依据成员当

前的实践、技能和知识似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同时，论文认为是 AI 作为一种强大的资源“打

破了极限目标实现的约束条件”。这里存在矛盾：如果 AI 已经赋予了成员完成任务的能力和

资源，那么该目标对于拥有 AI 的团队而言，是否还符合“似乎无法实现”的定义？作者需要

更深刻地阐述：在 AI 赋能条件下，极限目标的内涵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是因为 AI 的引

入，导致管理者设定了阈值极高的新目标，从而维持了其“极限”的属性？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理论逻辑与核心构念的质疑，您的疑问为本文厘清理论逻辑与优

化构念提供了关键指导。针对您提出的问题，首先向您说明本文的表述初衷：并不是阐述

AI 已赋予成员完成任务的能力和资源，而是强调 AI 在成员推进极限目标过程中的动态赋能

作用。此次矛盾的产生源于本文对 AI 赋能的阶段没有定义清楚以及不当的表达，导致核心

逻辑未能清晰传递。 

本文所指的 AI 赋能是在成员推进极限目标的过程中，AI 给予成员的动态性的能力和专

业支持，而非在目标设定之初，就为成员提供了完成该目标的完整能力和资源。在极限目标

设定阶段，极限目标设定的基准仍锚定成员“当前的实践、技能和知识”，此时 AI 尚未参与



目标推进过程。在极限目标推进阶段，AI 才作为一种强大的资源介入，针对成员的能力和

知识短板进行动态赋能（张志学等, 2024; Anthony et al., 2023; Bankins et al., 2024; O’Neill et 

al., 2023），在该过程中也只是增强了团队成员推进目标的能力，而不是直接将目标的“不可

实现”变成“轻易可实现”。 

因此，本文希望极限目标的内涵仍沿用经典定义，并对 AI 赋能的发生阶段进行解释且

删除“打破了极限目标实现的约束条件”等不当表述，从而清晰传递核心逻辑。该观点在论文

的“1.问题提出”部分呈现，具体可见论文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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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理论框架的整合性不足。作者在研究内容二中，使用了目标设置理论解释成员探索

性学习在极限目标和成员创造力的中介作用，使用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解释 AI 有用性感知

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这种做法显得理论框架较为碎片化。未能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下解释所有

变量关系，削弱了理论贡献的深度。因此，建议作者尝试用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整个模型，

增强各变量之间逻辑关系的连贯性。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专业性建议。在您的提点下，我们再次回顾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发

现该理论可以完整解释研究二的理论模型，具体理由如下：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将团队视为由两个相互独立但又彼此关联的系统构成：一是由身处

各类关系中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系统，二是包含完成任务所需全部工具与流程的技术系统

（Cummings et al., 1978; Bostrom & Heinen, 1977）。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刺激，会促进社会系

统和技术系统相互整合，从而实现团队的最优绩效（Cummings et al., 1978; Leung & Wang, 

2015）。极限目标作为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刺激，会推动团队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的相互整合

优化，即成员主动进行探索性学习，尝试新的工作工具、协作流程和分析方法（Gupta et al., 

2006; Huang & Li, 2012; Neill et al., 2020），该过程会促进兼具新颖性和可行性的创造性方案

的产生，即创造力（Chang & Shih, 2019; Escriba-Carda et al., 2017）。 

此外，随着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发展，技术系统由原先的工具与流程，扩充到各种不

同类型的科技等更为开放的系统（Abadie et al., 2023; Leung & Wang, 2015; Makarius et al., 

2020）。同时，该理论强调在工作系统中，技术对个体实现系统目标的协助作用（Appelbaum 

et al., 1997; Makarius et al., 2020）。虽然极限目标触发了成员“想探索”的意愿，但技术系统影



响成员“能探索”的程度。可用性较高的技术可为成员进行探索性学习创造有利条件，让极限

目标触发的探索性学习行为更顺利地开展，进而推动创造力提升。 

因此，本研究将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对研究二的理论模型进行论述。结合您提出的

意见 3，修改后的内容请见正文“3.2 研究内容二：极限目标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部分（第 2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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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4：变量界定的准确性。关于AI智能化水平。作者提出，“AI的智能化水平越高，团队

AI采用和团队领导创新期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然而，根据文章中的论述逻辑，影响领

导反应的并非是AI客观的技术指标（智能化水平），而是团队领导对AI能力的主观认知，建

议将变量名称修正为“AI智能化水平感知”。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将文中的“AI 智能化水平”都

修正为“AI 智能化水平感知”。 

 

意见 5：作用机制中的竞争性假设与负面效应。“极限目标”对学习行为可能存在负向影响。



作者在研究内容二中，基于目标设置理论，提出“极限目标会促进成员实施探索性学习”。然

而，目标设置理论同样指出，当目标难度超过一定阈值，个体可能会降低自我效能感，导致

放弃努力或降低动机，而非积极探索。作者指出，“极限目标对知识和技能的范围要求已经

远超成员目前所掌握的”。因此，极限目标也可能阻碍成员实施探索性学习。作者需要考虑

被忽视了的目标过难可能带来的阻碍效应。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启发性提问。围绕该问题，我们再一次去研读了相关的理论文献，发

现目标设置理论的提出者 Locke 和 Latham 在 2013 年出版的《New Developments in Goal 

Setting and Task Performance》这本书，为研究二的理论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 

根据目标设置理论，当目标难度超过一定阈值，个体会降低自我效能感，导致放弃努力

或降低动机，这一观点提示领导者需警惕给员工无意间设定过高的工作目标（Locke & 

Latham, 1984）。而极限目标则跳出了目标设置理论的框架，因为极限目标并非是管理者“必

须警惕防范”，无意间设定的过高目标，而是被刻意设定在这样的水平（Kerr & Lepelley, 2013; 

Sitkin et al., 2011），以促进员工进行更多的探索性行为，催生员工提出更多非传统的解决方

案。极限目标带有组织的“愿景属性”，能够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未来的各种可能，甚至激发

更强劲的行动动力（Kerr & Lepelley, 2013; Sitkin et al., 2011）。 

此外，大量实践案例表明极限目标能通过激励员工实施实验探索、创新实践等方式产生

更多创新性的成果，这一目标形式也被通用电气、联邦健康集团、丰田等诸多管理成熟、秉

持以人为本理念的优秀企业所采用（Ahmadi et al., 2022; Kerr & Lepelley, 2013; The 

Economist, 2011）。同时，领导者设置极限目标的初衷是引导员工以创新性的方式重新认知

自身工作并开展各项任务。在实践中，极限目标并非对常规目标的替代，而是作为补充手段

存在，且员工不会因尝试极限目标的失败而受到惩罚，这也从实施层面避免了因知识技能暂

未匹配而产生的自我效能感降低、动机退缩等问题（Kerr & Landauer, 2004; Kerr & Lepelley, 

2013; Sitkin et al., 2011）。综上所述，极限目标承载着组织的愿景期许，能够有效激发员工

的内在工作动机和工作干劲，进而推动其开展探索性学习，实现创造力提升。此外，极限目

标会导致员工过于投入工作而负向影响身心健康和工作家庭平衡（Kerr & Lepelley, 2013）。 

结合意见 1 的第三点建议，本文将该部分内容纳入“3.2.1 极限目标对员工探索性学习的

正向影响”部分，请见正文 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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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in pursuit of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3), 54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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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6：“AI 有用性”可能带来技术依赖风险。作者在研究内容二提出，“AI 有用性感知程度

越高，极限目标和成员探索性学习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这一命题忽视了人性的“认知吝啬”

倾向。读者可能会疑惑：AI 有用性感知高，是否一定促进探索性学习？可能会出现一种情

况：如果 AI 有用性很高，成员可能会产生技术依赖或认知懒惰，直接照搬 AI 生成的方案

（利用性行为），从而通过减少付出完成任务，反而减少了深度的探索性学习。作者需要在

理论中排除这一竞争性假设。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具有批判价值的问题，经深入思考，我们发现本研究在概念界定与

假设逻辑的阐释上存在疏漏。本研究将基于以下观点，排除竞争性假设： 

极限目标的核心特征是目前没有已知的达成路径和标准化的解决方案（Ahmadi et al., 

2022; Sitkin et al., 2011），其任务属性决定 AI 无法生成直接可以照搬的现成方案。此外，从

AI 的能力角度来说，AI 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高阶领域还是存在非常大的短板，无法超

越人类强大的大脑（Benedikt et al., 2023; Haefner et al., 2021）。由此，本研究提到的 AI 赋能

体现为 AI 对其他成员的能力和知识短板进行动态赋能，在该过程中增强其他成员推进目标

的能力，而不是直接将目标的“不可实现”变成“轻易可实现”。在此情境下，AI 有用性则指

AI 可为成员提供大数据分析、知识线索等的人机合作性价值，而非提供终极答案（Glikson & 

Woolley, 2020）。因此，成员对 AI 有用性的高感知，将会强化其借助 AI 开展探索性学习

的动机，而非替代探索性学习。 

本研究将该论证纳入正文的“3.2.3AI 有用性感知的调节作用”的部分，具体修改请见正

文第 2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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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7：“人-AI 合作”中可能存在防御性心理。作者在研究内容三提出，“极限目标对人-AI

合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在极限目标的高压下，成员有可能会产生防御性心理，

将 AI 视为推卸责任的对象，或者因算法不透明而产生不信任，从而阻碍与 AI 的合作。因



此，作者需要解释极限目标的高压是否会阻碍人与 AI 的有效磨合。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专业意见！我们非常认同，在无情境约束的条件下，极限目标的

确可能诱发防御性心理，进而阻碍人-AI 合作。研究三中，人- AI 合作被界定为在人机混合

团队中，人和 AI 各自承担相应的工作角色，并分享对任务的理解，讨论交流不同观点和共

同实现团队目标的过程（O’Neill et al., 2023; Tsai et al., 2022）。本研究认为人- AI 工作角色清

晰是消解极限目标高压下防御性心理、保障人-AI 合作的关键边界条件：当团队内人和 AI

的角色定位、任务分工与工作权责被清晰界定后，不仅从根源上消除成员将 AI 视为责任推

诿对象的可能，也有效降低因算法认知模糊引发的不信任感。已有研究亦证实，高水平的人

- AI 角色清晰度能推动成员精准感知人机双方的职责边界，进而建立对 AI 的合作信任

（Chowdhury et al., 2022; Frey & Osborne, 2017）。因此，在高角色清晰度的情境下，团队成

员面对极限目标时，更易形成对 AI 的正向认知，进而主动开展人-AI 合作行为。 

基于此，研究三的假设 1 直接提出二者的交互效应：人- AI 角色清晰正向调节极限目标

和人-AI 合作的关系，即人-AI 角色清晰水平越高，极限目标与人-AI 合作之间的正向关系越

强。具体的修改请见正文 25-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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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8：研究内容四的定位。作者计划在研究内容四中进行极限目标形成机理及其影响效应

的嵌入式案例研究，目的是“探索数智时代极限目标形成机理及其影响效应”。但是，考虑

到研究一至三中已经构建了较为详尽的理论模型，那么研究四是否不再归类为探索性研究会

比较合适？如果它是为了探索新机理，那么它应该置于研究的最开始。建议作者明确界定该

案例研究的独特价值（例如，它是否能揭示量化数据无法捕捉的过程黑箱）。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基于您的建议，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思考，非常认同您的

观点：研究一至研究三已构建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模型，研究四无需再开展探索性案例研究。

我们最初的研究设想，是想了解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在实际工作场景中的可行性，经相关文献

查阅后发现（刘楠等, 2025; 裴冠雄等, 2026），田野实验方法能够更精准地实现这一研究意

图，推动理论成果向实地应用落地。因此，研究四拟从实际应用层面, 将前述研究中“AI 采

用→团队极限目标设置 →个体和团队创造力”的主要结论在实际场景中进行运用, 拟通过



田野实验评估实际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基于上述三个研究，本项目已构建较为详尽的理论模型。研究四拟从实际应用层面, 将

前述研究中“环境刺激→目标设置→成员行为结果”的主要结论在实际场景中进行运用, 拟

通过田野实验进一步验证数智时代极限目标形成机理及其影响效应，为企业促进个体和团队

创造力提供参考。 

研究四拟选取一家处于数智化转型阶段且具备团队协作属性的企业作为合作对象进行

田野实验。首先，对团队 AI 采用进行操纵：将该企业多个创新团队分为干预组（AI 采用

组）：团队可使用指定的 AI 工具，并接受基础的 AI 使用培训；对照组（无 AI 采用组）：

团队保持常规工作模式，不使用指定 AI 工具。其次，对 AI 采用团队和无 AI 采用团队的目

标设置流程、规则、目标类型、时间节点做统一介绍，但完全不干预目标的难度和新颖性，

让团队在各自的工作条件下自主决策。最后，采用问卷、访谈等方式收集理论模型中观测变

量的相关数据。田野实验既能借助真实情景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进一步强化理论的外部

效度；又能推动理论成果向实际应用落地（Harrison & List, 2004; 刘楠等, 2025; 裴冠雄等, 

2026）。 

具体的修改请见论文 27 页。 

参考文献 

刘楠, 邱钰婷, 董志强, 李爱梅. (2025) 抚育动机何以促进亲社会行为？基于进化适应性的认知−能量机制

及助推. 心理科学进展, 33(11), 1854–1869. 

裴冠雄, 董波, 金佳, 孟亮, 张加林. (2026). 营销数字人对话智能特征的动态加工与神经机制. 心理科学进

展, 34(2), 227–238. 

Harrison, G. W., & List, J. A. (2004). Field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4), 1009–1055. 

 

意见 9：写作与规范。作者在论文中“人工智能”与“AI”混用。建议在正文首次出现“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后，后文统一使用“AI”，以保持学术语言的简洁与规范。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解决论文中“人工智能”与“AI”

混用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 

作者对审稿意见的回应态度认真、修改充分、论证扎实，尤其在理论框架统一、概念矛

盾澄清、竞争性假设排除等方面，显示出作者对研究问题深入的理解与严谨的学术态度。修

改后的论文无论是在理论逻辑、变量界定，还是研究设计上均有显著提升，初步达到期刊发

表要求，建议修改后录用。当然，尽管整体修改质量较高，仍有以下几点可供作者进一步思

考。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对本文修改工作的细致审阅与肯定。针对专家提出仍可进一步思考与优

化的内容，我们已认真研读与分析，并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了完善与修改，力求进一步提升

论文质量，恳请专家予以审阅指正。 

 

意见 1：田野实验的具体设计。研究四虽调整了定位，但对实验的样本、干预方式、观测变

量、时间跨度等细节尚未充分展开。若能在正文中补充初步的实验设计思路，将增强研究四

的可操作性与说服力。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对研究四提出的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详细阐述了田野实验计划选

取的企业样本、干预方式、观测变量、时间跨度等细节，具体内容如下： 

基于上述三个研究，本文已构建较为详尽的理论模型。研究四拟从实际应用层面, 将前

述研究中“环境刺激→目标设置→员工行为结果”的主要结论在实际场景中进行运用, 拟通

过田野实验进一步验证数智时代极限目标形成机理及其影响效应，为企业促进个体和团队创

造力提供参考。具体实验设计如下： 

本研究计划寻找一家科技公司作为合作对象，该公司应具备产品设计、运营、营销策划

等创意性团队。选择 30 个 4-6 人的团队参与该田野实验，随机将团队分配至干预组（AI 采

用组）或对照组（无 AI 采用组）。在干预组中，为团队配备飞书软件，并将“OpenClaw 龙

虾”接入飞书，确保干预组每个团队在飞书工作群中添加 OpenClaw。并对团队成员开展为

期两周的标准化 OpenClaw 操作培训，确保成员掌握基本操作与功能边界。对照组中的团队

保持原有工作模式，不使用上述 AI 工具，也不接受相关培训。 

本田野实验总周期为 4 个月，预期分三个阶段。时间点 1（干预前 1 个月）：完成样本

筛选，收集团队当前目标水平、创造力水平、团队规模、团队存续时间、团队领导任期等数

据。时间点 2（共两个月）：随机将团队分配至干预组（AI 采用组）或对照组（无 AI 采用

组）。干预组完成 AI 工具部署与培训，进入正常任务周期。两组团队在各自条件下开展实

际工作，研究者不干预目标设置与任务执行过程，仅跟踪记录 AI 使用情况与团队目标设置

情况，并每隔两周让员工和领导填写团队 AI 采用、AI 智能化水平、领导创新期待和极限目

标设置等量表，并结合访谈了解团队目标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与机制表现。时间点 3（1

个月之后）：统一收集个体创造力、团队创造力、个体探索性学习、人-AI 合作、AI 有用性

感知、人-AI 工作角色清晰等变量的数据，并收集与创造力相关的客观绩效数据。 

关于变量的测量。团队 AI 采用和 AI 智能化水平分别依据 Cheng et al. (2023)和

Balakrishnan et al. (2022)开发的量表进行改编；团队领导创新期待和极限目标设置分别参考

Carmeli 和 Schaubroeck (2007)以及 Zhang 和 Jia（2013）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AI 有用性感

知和人-AI 合作参考 Fernandes 和 Oliveira (2021)和 Kong et al. (2023)开发的量表。人-AI 工

作角色清晰的测量依据 Chowdhury 等（2022）开发的成熟量表。探索性学习、个体创造力

和团队创造力分别参考 Neill et al.(2020)、Farmer et al. (2003)和 Jia et al.(2014)采用的量表。 



田野实验既能借助真实情景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进一步强化理论的外部效度；又能

推动理论成果向实际应用落地（Harrison & List, 2004; 刘楠等, 2025; 裴冠雄等, 2026）。基于

此，研究四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3：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团队 AI 采用会推动团队极限目标设置并促进个体和团队

创造力。 

该内容呈现在正文“3.5 研究内容四：极限目标形成机理及其影响效应的应用验证”部

分（正文第 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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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人-AI 角色清晰的测量与操纵。该变量在理论中承担关键的边界作用，但目前在文

中尚未明确其在研究三中拟采用的测量工具或操纵方式。建议后续补充具体操作化方案。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对人 -AI 角色清晰性的测量拟参考 

Chowdhury 等（2022）开发的成熟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10 个题项，具体内容可详见该文

献。考虑到全文结构的整体性与连贯性，并结合您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本研究已将人-AI 角

色清晰性的测量方式与其他变量统一整合在研究四中进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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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跨层次理论的进一步衔接。研究一聚焦团队层面（团队 AI 采用→领导认知→极限

目标），研究二、三分别进入个体与团队层面。虽然理论框架统一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但

跨层次逻辑的衔接仍可进一步强化，例如补充“领导设置的极限目标如何被团队与个体感知

并转化为行为”的机制描述。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补充了“领导设置的极限目标

如何被团队与个体感知并转化为行为”的机制描述，具体内容如下： 

3.1 团队极限目标被个体与团队感知并转化为行为的机制描述 

研究一聚焦于团队极限目标设置的形成机理，研究二和研究三分别探讨团队极限目标对

个体创造力和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本文将进一步明确三者之间的跨层次逻辑。具体而言，团

队领导在设置团队极限目标后，通常会通过正式的任务分配、团队会议、绩效沟通等方式，

将该目标的内容、要求等传递给团队成员（Vanderstukken et al., 2019; Zhou et al., 2019）。在

这一过程中，成员基于自身对目标的理解和接收到的信息，形成个体层面的极限目标感知。

它作为任务情境刺激，激发员工开展探索性学习，进而提升个体创造力。这一路径反映团队

目标设置影响到个体认知与行为向下传递的过程。 

同时，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与意义构建，会促使团队层面涌现出对极限目标的共享认知 

（Chan, 1998; Naumann & Bennett, 2000; Salancik & Pfeffer, 1978），即团队成员对极限目标难

度与新颖性的集体理解，表现为团队层面的目标共识。它作为团队层面的任务刺激，通过促

进人-AI 合作这一过程，提升团队创造力。这一路径体现团队层面的极限目标共识对团队整

体协作模式与结果的影响。 

该内容添加在正文“3.1 团队极限目标被个体与团队感知并转化为行为的机制描述”部分



（正文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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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意见：经过两轮的修改，文章基本已经达到发表水平。建议前面文献综述做适当删减，

这样内容更加精炼。 

 


